关于布尔特曼的神话解悟（Entmythologisierung）

——兼析加达默尔对它的某些评论

李毓章

内容提要：布尔特曼把哲学生存论引入基督教神学研究，提出了“神话解悟”概念并主张新教神学的任务就是要对新约宣道实施神话解悟。所谓神话解悟就是剥开神话的外壳，领悟神话的真正含义，即不是人格性的耶稣基督而是上帝宣道者耶稣基督乃是我们信仰的对象。神话表达了对人的生存的特定理解。自我理解即生存的理解，存在的个人的自我理解指明了具体的个我的生存。理解的前提是与主题的先在生命关联。理解不仅是生存论的，而且是历史性的。信仰也是人的一种理解。神话解悟概念的提出是生存论哲学在神学领域的“胜利”。但它受制于神学，只能是神学（《圣经》）解释学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加达默尔正是从本体论的哲学解释学评析了它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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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4月21日，德国新教神学家布尔特曼（R.Bultmann1884—1976）在法兰克福（美因河畔）新教神学协会的会议上，作了题为“新约与神话学（Neues Testament und Mythologie）”的学术讲演,提出并阐述了以后引起极大争议的概念“神话解悟”，主张新教“神学的任务”就是要“对基督教的宣道作神话解悟”
。同年6月“阿尔卑斯巴赫周”期间，他在该协会的全体会议上就同一主题再次作过报告。随后这一讲演同另一篇文章《关于自然启示问题》合在一起，以《启示和救赎事件（Offenbarung und Heilgeschehen）》为书名，作为《新教神学文集》的第7卷于当年出版。这是20世纪德国神学界（思想界）乃至西方整个基督教神学界（思想界）的一件大事。作为同时代这一事件的见证人，加达默尔在1962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布尔特曼对新约施行神话解悟的纲领性文章“首次发表于1941年，当时造成了巨大轰动。每一个还能记得这篇文章当时所造成的冲击，或注意到这篇文章至今仍然具有的影响的人都不会看不到这篇文章给神学造成的特殊问题”
。事情确实如此。单是巴尔奇编辑的关于“新约神话解悟”讨论的文集《宣道和神话》（Kerygma und Mythos1948—1968）就有6卷9册。加达默尔也多次谈论过解释学的这一特殊形态。而布尔特曼本人也写了不少论著和论文，或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或驳斥反对者的论点。这其中尤应引起我们重视的，是1951年10—11月他在美国耶鲁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所作的讲演《耶稣基督与神话学（Jesus Christus und die Mythologie）》一文。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布尔特曼是如何理解神话的，他为何提出神话解悟问题，他所说的理解—自我理解及理解的前提的基本内涵是什么，我们又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以及加达默尔的某些论点，等等。本文以《新约与神话学》（1941年的文本
）、《耶稣基督与神话学》（中译本和1965年的德文本
）两本著作为主，结合他的其它相关论著，对此作些阐述。

神话表达了对人类生存的特定理解

布尔特曼说，“解神话化是一种解释学方式，即解释和解经的方法”，而这种解释乃是“一种生存论的解释”
。这就是说，神话解悟作为解经、释解经文的艺术，是用解释学的方法剖开、剥开新约宣道的“神话外壳”，恢复神话背后隐含的更深刻的含义，亦及恢复不是人格性的耶稣基督而是作为上帝宣道者的耶稣基督，乃是我们信仰对象。因此神话解悟并不是彻底否定、取消神话。这是我们特别要记住的。对布尔特曼来说，“解神话就是对神话的阐释，也就是把神话的客观表述同既在其中表现出来、又在其中隐匿起来的自我理解联系在一起”
。利科的这一解释道出了神话解悟与神话生存论阐明的关系。“神话解悟”只是对神话对新约“作生存论阐明”的“否定表达”。因为所谓用解释学的方法揭开新约宣道的神话外壳，从正面的肯定的角度说，也就是以生存哲学为理论基础，揭示神话所要陈述的内容，亦及阐明在《新约》中人的生存是如何被理解的，继而阐明“上帝之言对人的召唤”，以及信仰产生于人与上帝的“相遇”，从而达到“真正地信仰上帝”的目的。在布尔特曼看来，这是神话解悟的乃至整个新教神学的崇高使命。

这么说来，神话是布尔特曼神话解悟/神话生存论阐明的对象，是它们的核心概念（术语）。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他所说的神话是什么意思。

《新约》提供的世界图景是一幅神话的世界图景，福音书关于耶稣生平事迹的记载，充满了种种神话故事（神迹、异象）。就德国而言，直到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德国新教神学研究圣经的方法是自然主义的和超自然主义的方法，它们或用目击者的见证或用超自然的原因（甚至启示）说明耶稣的生平和神迹。而由鲍尔（F.Baur1792—1860）开创的宗教的历史学派，特别是他的学生施特劳斯，则提出了用以研究新约的神话理论。鲍尔提出：“象征是直观（它与客体有关）中某一观念的表达”，神话是某一概念（或观念）的形象表达，但这种表达是借助某一行动或行为。象征和神话都是“人的未意识到、活动着的精神的产物”，它们“不再属于知识，而是属于心情的全体：它们必然渗透到理性、幻想和理智”，因而可以把它们追溯到宗教
。深受鲍尔影响的施特劳斯，在1835年的《耶稣传》前言中，第一句就说本书的新立场乃是同自然主义和超自然主义立场相对立的“神话立场”
，申称自己要把耶稣基督的一切神话故事，甚至上帝对他施行的神迹，统统置于神话的范畴之下。至于神话，它是“原始基督教观念的故事式的表达，而原始基督教观念是在无意识的虚构传说中形成的”
。他区分了宗教神话与非宗教神话，凡是虚构出来的故事获得信仰并渗入到某一宗教派别的传说中，那它就是宗教神话。他还认为，历史上确有耶稣其人，而新约中的耶稣基督则是信仰的对象，有关耶稣的神话“是由于把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期望转移到耶稣的历史中而产生”
的。布尔特曼据此概括地说，在宗教的历史学派以及用上述观点理解神话的人那里，“神话是表象方式，在这种方式中非世界的东西、神的东西表现为世界的东西、人的东西，彼岸的东西表现为此岸的东西”
。

布尔特曼指出，对当今基督教神学来说，指望生活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时代并深受科学思维方式影响的当代人接受新约的神话世界图景，接受神人耶稣基督的种种神迹，既是无意义的也是不可能的。说无意义，是因为这一图景不是基督教的本真图景，在当代即使承认这样一种神话世界图景，承认诸如“天堂”、“地狱”之类的说法，又有什么意义呢。没有多少现代人能把耶稣复活理解成重大事件了。而自然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也都把死亡理解为人生的自然进程，因而不把死亡当作对罪恶的惩罚。善者行善，恶者施恶。说不可能，是因为人们不可能在使用电灯和收音机的同时，在因病而求助于现代医学知识和工具的同时，还会相信什么精灵和奇异的事情。企图原封不动地依靠圣书和僵化的神学来维系信仰是不可能的了。或者我们是否能够通过修订新约的神话世界图景，“更新”神话世界观来维护新约信仰呢？这也许是善良的愿望，但根本也不可能。因为这个神话式的世界图景是神话思维方式的产物，而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一切思维都“无可挽回地被科学塑造了”
。一言以蔽之，世道变了，人心变了。在此情此景下，信仰何以维系？神学的出路何在？必需与时俱进，另劈蹊径。

作为以生存论哲学为自己神话解悟理论出发点的神学家，布尔特曼认为“神话的本真意义”并不在于它向世人提供一个对象化、客观化了的世界图景，一个神话式的世界图景。相反地神话要“在自身中表现出人如何在他的世界中理解自己；神话并不想成为宇宙论的阐释，而是愿意成为人类学的阐释，更确切地说：是生存论的阐释”
。所谓“生存论阐释”就是要说明神话“在自身中表达了对人类生存的某种特定的理解”
。而救赎事件（末世论）乃是新约宣道的本真内容。这就决定了为着维持维护宣道的有效性，“除了对它作神话解悟而外，别无其它途径”。也就是说只有对新约神话作解释学的处理，“使新约宣道的似非而是的话语获得它的全部正当性”
，也就是挖出、揭示出新约的真正内容。

那么神话解悟所说的人的生存，或者说在神话解悟看来神话所要表达的人的生存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呢？

布尔特曼指出，为着对人的生存有一种明确的理解，就必需“以一种科学的人类学为基础”
，亦及以生存哲学为基础。人是有限的、暂时的，死亡是他的必然结局。人的生命就是他的历史，人的现在来自他的过去并通向他的未来。人总是同他人在一起，人从来不是孤立独立自存的人。人不仅有肉体的自我，而且有精神的自我。人的生活有本真的生活与非本真的生活之分。前者是来自不可见的、不可支配的世界的生活，是按照精神并在信仰中生活，它表达了信仰之内人的存在；后者是在世俗的、可见世界中的生活，表达了信仰之外人的存在。人的存在因而亦有本真的存在与非本真的存在之分。只有作为人的本真存在，亦及承载自己并对自己负责的生存才是人的生存。人有抉择（Entscheidung）、有自由。人的信仰上帝的本真生活乃是人选择的结果。人与上帝天生就有一种关联。“人在自己对上帝的寻求（这似乎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之中，就有一种与上帝的关系。对上帝的寻求推动着人的生活，因为人的生活永远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到关于人自身生存问题的推动”
。人又是在一定处境中生存的人，人生活在一个充满谜团与秘密、困惑与忧虑的世界（自然界和精神世界）之中。人生之旅充满无数不可预计的坎坷和风险，人无时无刻不感到“烦”、感到“畏”。当人不是以科学思维方式而是以神话思维方式（所谓神话思维方式，按照布尔特曼的说法，就是把各种现象和偶然事件产生的原因归结于超自然的力量或先验的权力）看待他生存于其中的周围世界时，人就不是自己的主人，相反地，人认为世界、乃至他自己都是被可见世界之外的东西、不可支配的东西、乃至某种先验的权力所支配所控制，他一心要在“看不到安全的地方找到安全”。神话表达了世界以及人生充满了无数不解之谜，表达了人对超自然力量的畏惧与顺从。而《新约》所记载的产生于前科学时代的神话，正是表达了受制于神话思维方式的人们对自身生存状态的理解。布尔特曼对神话的生存论解读，既是从正面角度对“神话解悟纲领”的言简意赅的阐明，也是对《新约》神话及宗教历史学派的神话观念的神话解悟。

这就说明在布尔特曼那里，“神话”，被神话解悟破说过的或经生存论阐明过的“神话”，或者说经过神话解悟作解释学处理过的“神话”，已经具有原创性的“新意”了。神话表达了作为历史存在的人与上帝的关系，表达了人在世界中、在上帝之中如何理解人的生存、自我以及自我理解。这里的所谓“生存”“不是在植物和动物‘生存’意义上所说的单纯现有存在，而是指人的特殊存在方式”
。动物植物也有生长、死亡，但“只有人有某种生存，因为他们是历史的存在者”。这是什么意思呢？它无非是要说明：人是有意识的，并领悟、意识到人的生命是已发生或正发生的事件（历史事件），是意识到自己生存并对自己负责的人。换句话说，这句话所要说明的，乃是只有人才有宗教。但这同以往从人有理性因而人有宗教而动物没有宗教的论点有所不同，它是从人的生存状态出发的。而人的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以及这样一种生存方式是人——无论是古代人还是当代人——所共有的。因此，尽管新约的神话外壳是无意义无价值的，但这外壳之下所隐含的真实东西同样对当代人具有意义与价值，因为当代人只是在环境改变了的情况下面临着人自身的同样的生存问题。也就是说信仰基督教在当代条件下仍有其意义和价值。当然在神话解悟看来，这种信仰并不是只靠信仰《圣经》的权威就能实现的。

基于神话解悟对神话的解读，布尔特曼认为，虽然在宗教甚至基督教中，神话“也许是不可缺少的象征或形象”，因为它给圣诗、顶礼膜拜和礼拜仪式的话语提供了象征与符号。但是“神话语言在被当作信仰语言使用时，就失去了它的神话意义”。作为宗教要素的象征和形象，“它们在信仰的语言中的含义不可能用神话的观念予以表达。它们的含义能够而且必须在不求助于神话术语的情况下表达出来”
。为什么呢？其一，上帝的作用是不可见的，是不能用自然因果律解释的，而神话、神迹则与之相反。上帝的、使我们与它相遇的作用是指我们“自己面对上帝；上帝在对我们说话、设问、审判或者赐福”。这就意味着并非一定要用象征和形象来谈论这种作用。即使承认相遇时产生的信仰以及信仰的语言是神话式的和神话的语言，那也说明不了信仰语言就是神话语言。因为信仰是我们此时此地的“真实体验”。其二，象征和符号诚然有着感性内涵，但哲学和神学反思的任务就在于必须清晰地说明它们所包含的感性内涵，这时感性的内涵就不能再以神话的语言表达了。否则这感性内涵又要被清晰地说明，乃至无限下去。总之，在布尔特曼看来，经过神话解悟的解释学处理，作为宗教信仰的神话已经不是原初意义上的神话了（正是这一意义上，才能说“神话的意义早已消失”）。也只有从这一角度理解神话，神话解悟的使命才能实现。

从神话解悟对神话的解读可以看出，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作为德国哲学—文化传统的积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布尔特曼。而他也正是以此揭示了古代神话的产生及宗教历史学派神话观念的本质。不过，与费尔巴哈从人的立场把彼岸看作是此岸的对象化不同，神学家布尔特曼从神学的立场把此岸看作是彼岸的对象化；前者从人到神，后者从神到人。然而他们都有着为了理解上帝（神）就必须理解人的思想。费尔巴哈主张“神学之秘密是人本学”
。布尔特曼则提出“谈论上帝意即谈论我们个人的生存”
，当然他同时也强调，这样的谈论并不表明上帝不外在于人（信仰者）。人为了谈论上帝就必须谈论人，谈论人的生存。就此而言，利科关于“布尔特曼同费尔巴哈完全对立”的说法，似乎有点言重了。

在谈论布尔特曼对神话的解读时，探讨一下加达默尔的见解是很有意义的。如前所言，前者提出神话解悟/生存论阐明是基于现代人的信仰危机，基于神话世界图景与现代科学世界图景的对立。而加达默尔却认为，在古代，“神话和逻各斯表现出相互友好地相处，甚至好象是相互直接地补充”
，神话“很明显并且很紧密地同思维意识相连”
。柏拉图哲学借用神话使宗教传统和哲学思想调和就是例证。古代神话的应变能力以及能够让人对它作出新解释的开放性，使它的信与不信成了“错误的”问题。也许这是布尔特曼神话解悟“所暗示的神话概念”理应包含的东西，是“我们想正确理解布尔特曼非神话化纲领中所暗示的神话概念”时要牢牢记住的东西。当然他也看出，要求一位神学家公开主张宗教神话的不信是不现实的，只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应该想到看到这一点。也许基于这一层面的考虑，他对布尔特曼两个世界图景的对立的评价就不怎么高。它无非是向现代人表明：即使我们尽自己所能，也不能表明圣书的神话是“十足的神话”。加达默尔还指出，近代启蒙主义者把神话与思维意识、理性绝对地分开并把两者视为对立的东西，主张把一切（包括神话）放到理性法官面前，要“通过逻各斯（Logos，即理性）消除神话的格式”
。就布尔特曼虽解悟神话但仍是神学范围内的解悟而言，“正是这种实际的对教义的兴趣而不是对进步的启蒙兴趣标志了布尔特曼的神话概念”。肯定的语气与批判的内容往往使人认为，加达默尔赞成近代启蒙的观点而不满意布尔特曼。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解释学大师的这句话同样使人有理由认为：他不满意前者而赞成后者，因为后者的神话解悟暗含了神话与逻各斯并非对立的观点。加达默尔这些精辟论述有助于我们对这位杰出神学家的神话解悟准确地予以定位。加达默尔还认为，布尔特曼的神学家身份和神学背景，使得哲学家布尔特曼的抽象思辨的能力远远逊色于神学家布尔特曼形象思维的能力，因而“他的神话概念完全是描述性的，并且保留着历史的和偶然的因素”。应该说这是比较苛刻的说法，因为情况远非如他所说的那么严重。

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布尔特曼关于神话表达了人对自己生存的理解的论点，或者说对新约神话的“解悟”，确实是基督教神学史上，特别是基督论方面的“意义重大的转变”
。它给后者提出了究竟如何对待新约的神话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神学问题，因为没有神话，新约尤其是福音书就失去了支柱。因此对传统的神话观念来说，可以说它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居德国新教神学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神学来说，可以说它是一种超越与克服。

如果说在《新约与神话学》中，布尔特曼对宗教的历史学派的神话观点还有所肯定的话，那他对哈那克（1851—1930）自由主义神学否定神话的表现就不怎么满意了。宗教的历史学派认为宗教表达了人对超越世界的向往，基督教徒的生活就发生在“去世俗化（Entweltlichung）”的过程之中，宗教的本质是宗教生活。这就意味着对它来说，神话在基督教中成了次要的但却又是不可缺少的东西。不仅如此，这一学派还沿着施莱尔马赫的思路，从宗教本质即宗教生活看待虔诚，从而也就把宗教情感看作是最重要的东西，并把伦理和道德的东西从宗教中排除出去了。而自由主义神学则反其道而行之。它“干脆把神话观念当作受时代制约的思想而作为非本质的东西清除掉，并把大量诚信的和道德的基本思想宣布为本质的东西”
。哈那克甚至说：福音是关于“更高的正义与爱之诫命”的宣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耶稣把宗教与道德结合起来了，而且在这个意义上，宗教可以被称为道德的灵魂，而道德是宗教的肉体”
。宗教与道德简直合二而一了。尽管哈那克这样做的意图也是为了在现代情景下维护基督教的信仰。然而把神话从新约中一笔勾销的做法却是布尔特曼不能苟同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布尔特曼的神话解悟也是消改掉自由主义神学对神话的否定，以及把基督教与伦理和道德混为一谈的误读。

“神话解悟”的“自我理解即生存的理解”

如何对新约神话作解释学的处理呢？如何揭示出“上帝之言对人的召唤”呢？布尔特曼认为，既然神话解悟是一种解释学的方法，那它极其关注的，就是要从生存论角度正确地解释、理解本文（经文）的内容。对解释学这门学问来说，无论是普遍解释学、哲学解释学，乃至圣经解释学，理解都是它的基本的核心元素。对神话解悟来说当然也不例外。那么，理解是什么？施莱尔马赫不仅提出对话语（本文）的理解包含话语来自语言和来自思想者（作者）的思想两个环节（为此他提出了语法解释与心理学解释），而且提出了解释学的任务就是“要与讲话的作者一样好甚至比他还更好地理解他的话语”
。在他看来，所谓理解本文，就是再现、重建本文作者的思想和意图。狄尔泰把理解界定为“我们由外在感官所给予的符号而去认识内在思想的过程”
，提出了解释学乃是“理解文字记载下来的生命表现的技艺学说”，确切地说，“理解单个的历史此在”
，这既继承了施莱尔马赫的观点，又开创了把理解同此在联系起来的先河。但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从主客二分的立场把理解视为解释者（理解的主体）对本文（理解或解释的对象）的理解或解释。惟有海德格尔指明了理解是一个存在者的理解，分析了阐明即是理解的形成。特别是他对此在历史性的阐明，使理解问题获得了最清晰的解决。在布尔特曼看来，就像生存哲学“对理解人的生存提出一种最适当的前景和概念”一样，生存论哲学对“理解”的理解也为神话解悟的“理解”提供了最适合借鉴的概念。这就意味着布尔特曼对此在的即此在的人的“理解”的理解，不再局限于笛卡尔以来主客是认识的两极的思维模式。

“自我理解即生存的理解，这种理解只是在此时此地作为我自己的自我理解时，才能成为现实的（das Selbstverständnis—das existentielle Verständ-nis—nur hier und jetzt Wirklichkeit wird als mein eigenes Selbstver-ständnis）”
。可见布尔特曼的自我理解是指人的自我理解或信仰者的自我理解，也就是此时此在存在着的个人（亦及此在）对自身的理解。“生存着的、个人的自我理解不说明抽象的生存的含义，而是领悟出我的生命乃是此时此地的具体的个我”。 因此，如果用“此在”这一哲学范畴说，所谓自我理解即生存的理解，也可以说是此在的自我理解即此在的生存的理解。由于人的生存有本真生存与非本真生存之分，人的自我理解也以双重方式实现。非本真生存的自我理解是从可见世界理解自己，本真生存从不可见的未来理解自己。但是两者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对立、分裂的而是辨证的关系。人是一种肉体存在物。人在抉择中固然要选择他的本真生存，但抉择同时又是对他的肉体生存的一种可能性的抉择。抉择的二重性决定了自我理解双重方式的辨证关系。人生存于一定的具体环境中。生存环境的变迁、生活的变化以及生命的绵延，使自我理解成为流变、开放的，而不是僵死、封闭的；它常常受到检验、质疑，并在“我进入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境遇时，我可能达到一种全新的自我理解”。

这里要强调的是，对布尔特曼的神话解悟而言，生存的个人的自我理解“是无意识的”，“并不出现在意识的层面上”（仅管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很少见的）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宗教是情感、心情方面的事，只有这种非意识的自我理解才能“支配并强烈地影响我们的悲哀、忧虑、欲望和欢愉”。耶稣基督宣道以及基督教布道也不是针对理性或理智，而是针对个体的有情感的听众。就对新约施行神话解悟而言，如果不从人的这层意义上的自我理解来理解新约宣道，我们的信仰就不会有合法的依据。因为上帝的话（耶稣基督的宣道）只有在上帝“作用”于我们、我们与上帝“相遇”（“这种相遇是我们的作为历史生活的生活的实质性内容〔Substanz〕”
）时，才把“一种对于我们自己的新理解”赋予我们，从而使我们选择了本真生存状态。我们也只是在此时此地才听到上帝的召唤，感受、体悟到上帝的话。信仰正是产生在此时此地的“相遇”中，此时此地的信仰“真切发生在我的生存中”。因为上帝的作用只“对信仰的眼睛”显现而不对任何其他“眼睛”显现。而我们对上帝的信仰则表达了我们与上帝相遇时对上帝话语的回应或反应。这种回应或反应是由于我们基于自己个人的生存而谈论上帝的作用的，因而信仰也就表达了对个人生存的一种理解。这也就是说，所谓“一种对我们自己的新理解”所要表达的，不过是“信仰是一种对个人生存的新理解”。

神话解悟的自我理解不仅是一个生存论的概念，而且还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如前所述，布尔特曼一再强调，此在的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此时此地生存着的人。人的本真存在和非本真存在的两种可能性，乃是“历史性”的内涵。人有抉择，或是对人的过去经历的抉择，甚至是对自己已有的本真的经历的抉择，或对未来的抉择。而他的现在生存状态乃是他自由抉择的结果。对已经过去了的或已有的经历包括本真的经历，人怎么还会有抉择呢？在布尔特曼看来，这种抉择所表达的，乃是以往经历中人的自我理解的可能性的状态或特征，即它是主导的、被告诫的或是被怀疑的呢。这里抉择实质上表达了对自我理解可能性的反思。往事已过，重要的是未来、人的未来的生存状态。“未来本质上是重大历史事件”。而一件事件的重大意义往往首先是从未来亦及这一事件的影响得到理解的。说人在已（或正在）发生的某一重大事件的紧要关头的抉择往往对人具有重大的意义，也是对人以后的生存而言的：他是本真的存在状态还是非本真存在状态呢。抉择是人在一瞬间决定的结果。而这种抉择当然是人有意识的抉择，亦及是对生存的两种可能性做出选择。“抉择是在人理解自己之后做出的”，这就表明自我理解乃是一种历史的决定。“历史是人的抉择的场所”
。

神话解悟自我理解的历史性，还应从基督教自身来阐明。布尔特曼指出：“基督教的存在既是一种末世论的、非现世的存在，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的存在”
。对神话解悟来说，没有基督就没有基督教的存在理解。在它看来，耶稣基督事件作为已发生的重大事件，其重大意义就在于它在一瞬间使人选择了本真的生存，亦及在生存的两种可能性中作出了抉择，成为信仰之内存在的人。这就意味着信仰者的自我理解乃是一种历史的概念。而上帝作为我们信仰的对象，乃是一个外在于我们的对象，也是我们的自我理解无法排除的“他者”。然而一方面，尽管这个“他者”对我们的行动是隐蔽的看不见的，但这行动是确实的毋庸置疑的。“上帝的行动产生了献身，产生了信仰，产生了爱，并且首先可能产生了人自己本真的生活”
。“他者”的作用是一种历史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人与上帝又有着先在的生命关联。个体的死亡（个体生命的终结）意味着个体的自我理解的有限性和终结。这是人人都能理解的。然而基督教既以末世论（最后的审判）宣告了个体自我理解的有限性和终结，并且是“最后”的终结，又以复活、上帝之国宣告了这种理解的无限性和非终结性，表达了上述的生命关联。而这，惟有在信仰中才能实现。对基督教徒来说，信仰只在上帝“此时此地作用于我、与我对话”时才会实现。基督教存在的两重性表达了自我理解是一种历史的概念。

在笔者看来，布尔特曼对自我理解的论述，有几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首先，我们要着重指出的是，与哲学可以在不涉及人与上帝的关系的情景下分析人的此在以及人的理解不同，作为神话解悟的载体或主体——此在的人，单个的此时此地存在着的人，以及人的自我理解都必须是与上帝有关联的人，都必须在人与上帝的先在关联中发生。这对任何一位生存论神学家（包括布尔特曼在内）而言，都是不容置疑的前提，这就如同上帝存在是经院哲学研究的先决前提一样。从这一角度说，“圣书的解释与所有其他文献一样，应当遵循同样的理解条件”
的说法，是一个限制性的或有条件的说法，即所谓“所有其他文献”是指宗教神学领域的著述而言的。不过，加达默尔却从另一角度指出，这句话语是有歧义的话语。因为它并未说明任何其它文献除了遵循任何本文应遵循的一般条件外，是否就不要遵循任何其它的理解条件
。

其次，关于自我理解不出现在意识层面上的问题。总体说来，无论是德国思辨唯心主义者，还是施莱尔马赫、狄尔泰，都认为理解、自我理解是理性认识层面的概念，而不是无意识和潜意识的东西。就布尔特曼来说，多数情况下也是在这一层面上理解、阐述、使用它们的。然而生存论神学的立场或使命又使他主张自我理解是无意识的，从而并不出现在意识的层面上。从这方面说，这一层面上的自我理解不同于自我认识，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也不同于自我意识；在这种情景下，Selbstverständnis译成“自我领会”似乎更合适些。当然这不等于说当他从情感层面规定自我理解时，就不能在理性的层面上分析它。这就如同黑格尔、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是情感方面的事，并不等于不能对它作理性（哲学）分析一样（这恰恰是他们宗教哲学得以建立的依据）。这似乎是生存论神学在自我理解的“理解”问题上的一种独特的表现，是我们把握神话解悟的神学特征的一个环节。

再次，与此相联的是信仰与理解的关系问题。自从基督教及神学产生以来，信仰与理解（理性）的关系问题令一代又一代神学家殚精竭虑，然而诸多解释并不令人满意。而历代特别是近代的宗教批判者（无神论者）则把两者视如冰炭。布尔特曼一方面认为信仰上帝是造物主也就是把上帝当作造物主来理解，而“这种生存论的理解无须作为明确的知识表现在我的意识中”
，另一方面又通过信仰乃是人决择的结果，信仰就是对本真生活的确信即信仰上帝，从而主张信仰并不是一种一般的抉择。这就既在无意识层面又在意识的层面规定了信仰是人的“全新的自我理解”。从而在神学领域内开辟了解决两者关系的新途径。它们都是人即此在的生存方式，因而两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他甚至提出,诚然《圣经》向我们表明的某种生存的可能性是我个人不可随意取舍的，但是这“只有在我理解了”《圣经》“不仅把广义的生存（die Existenz in allgemeinen）昭示于我，同时还赐给我一种现实的生存（eine wirkliche Existenz）……这一话语的时候，这种可能性才能成为一种现实性”
。这就使理解、自我理解在神学领域内获得了坚实的基础（反过来也可以说，信仰《圣经》也必须依赖理解），从而使它们变成了一个普遍的、谁也不能轻易否定的神学概念。这是他对基督教神学的一项贡献。

最后，无论是作为神话解悟的主（载）体的人还是作为信仰者的人，都是实在的现实的有着血肉之躯的人，是一个个体的人。“理解人和上帝的关系中人的生存仅仅意味着理解我个人的生存”
。布尔特曼的生存论神学特别强调个体的人或人的个体性，这同费尔巴哈既注重人的个体又看重人的类有所不同。但也正是如此的举措，使他能够紧紧地把握住人的历史性并由此阐释人的自我理解的历史性。从这方面说，加达默尔说他的“自我理解这个概念”“具有一种历史的（而并非唯心主义）意义”
是有道理的。它提醒人们，在严密系统的唯心主义神学体系中，也还有与其主流不和谐的东西。

对主题的先在生命关联是理解的前提

布尔特曼认为，像任何对本文的解读都必须要有前提一样，要对神话对新约施行解释学的处理，首先也要确立前提。他指出，“对主题——在本文中直接地或间接地蕴涵在句子里，并引导询问者的指向（Woraufhin或译“所向”）的主题——的先在生命关系（das vorgängige Lebensverhältnis zu der Sache），是任何一个理解着的阐释的前提。没有这样一种本文与解释者得以联结的生命关系，任何一个提问和理解都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提问也根本无动机可寻。这也就是说，任何阐释必然地由主题（它存在于谈论或提问中）的一个确定的前理解所支撑”
。不难看出，他的这段关于神话解悟前提的纲领性文字有两个关键观点：一是“对主题的先在生命关系”，二是对“主题的一定的前理解”。但“前理解来自使主题从属于自己的生命关联（Lebenszusammenhang）”
。所以关键之点实际上是一个，即生命关联。因此我们主要也是对它作点阐发。

布尔特曼解释道，神话解悟作为解释、注疏经文的方法，不外乎就是一种提问、发问和阐述的方式，“这意味着如果我没有对既定的本文的设问，我就不能理解它”
。当我们读一部或一篇经文时，我们自然会想到我们为什么要读它亦及我们为何对它感兴趣。然而，我们事先并不知道本文写些什么，也不知本文的主题。我们要提问什么呢。引起我们提问或发问的兴趣出自何处呢？兴趣植根于发问者的生命。“发问产生于以发问者的生命为根据的兴趣（Interesse）”
。兴趣总是我们对某种东西的兴趣。就人类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而言，引起发问的兴趣是广泛的、丰富多彩的
。而由作为生命领域（“人的此在〈Dasein〉就在生命领域内活动”）的历史提供的阐释指向是“由对人的存在（Sein）以及对自己存在（Sein）的关注产生的”
。但就读者与阅读的作品的关系而言，首要的当然是对主题的兴趣（或主题兴趣Sachinteresse）。因此主题兴趣也就表达了读者或解释者与主题有了某种关联——精神生活领域的“生命关系”或“生活关联”。诚然就像自我理解有无意识层面的意义那样，我对主题的生命关系自然也可以是朴质的无反映的，“然而在理解中在阐释里，我对主题的生命关系能够上升到意识，能够被澄明”
，并通过本文的理解而被深化、充实、修改和纠正。正是这样的主题兴趣才说明了阐释的动机，产生了发问的方式和提问的指向,产生了阐释的指向，提供了解释学的原则，并把它们赋予阐释者。因此说到底，“兴趣是一切理解着的阐释的前提，而且这种兴趣能够清晰地存在于要阐释的经文中，并建造了经文与读者之间的关联”。而我们之所以对新约有着神话解悟的兴趣，实际上是要“听取《圣经》对我们实际的生活现状所说的话，听取关于我们生命和灵魂的真理”
。

人们从“生命关联”这一概念的使用，从“发问产生于以发问者的生命为根据的兴趣”、理解的前提及前理解源于人与上帝的“先在的生命关联”等论断的提出，可以看出布尔特曼深受施莱尔马赫
、狄尔泰、海德格尔等人的影响。毫无疑问，在他那里生命关联是指心灵或灵魂领域的关联。然而布尔特曼毕竟是一位具有非凡勇气的神学家。生命关联的说法也包含从现实具体的个体人的生存和生存状态来阐述自己论点的因素。对神话解悟来说，哲学生存论对此在的哲学分析并不就是具体地、感性地（这对宗教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说明有生命的个体为何对经文、本文产生兴趣的问题，为何会有信仰的问题。只用精神领域的生命关联也不足以充分地解决问题。为此他把此在的人规定为有生命的个体的生存。生命有着精神与肉体两重性的含义。而当他把生命与灵魂并列使用并提及“实际的生活状况”时，生命的感性、肉体性的特征就更鲜明了。用这样一个有着感性色彩的活的生命阐明兴趣的起源与产生，显然使理解（自我理解）的前提及前理解更具有人本学的特色，更富有“人情味”，更有“亲近感”。因而也就更能引起既生活在世俗世界之中又是信仰之内存在的人的强烈共鸣，而对生活在世俗世界之中却是信仰之外存在的人，则在情感方面具有更炽烈的吸引力。不过，这一切都因一个限定词“先在的”冲淡了、弱化了，甚至可以说被否定掉了。因为就人与上帝的“生命关联”的先验性而言，就神话解悟的的任务是要使人们重新回到本真状态的生存亦及回到信仰上帝、成为信仰之内存在的人而言，生命的感性的肉体方面的意义终究还是要被否定、抛弃掉。对神话解悟而言，“问题不是没有新约人的本性不能被发现”，而是“没有新约人的本性实际上确实不能被发现”
。而新约以及基督教神学所讲的人性乃是以灵魂永恒为基本特征的人性。

阐述了布尔特曼“兴趣”概念的内涵以及理解的前提，我们就可以谈论他提到过的“解释的处境”问题了。兴趣既来自发问者的生命又存在于发问对象之中，从而“建造了经文与读者之间的关联”的说法，实质上也就指明：生命关联构筑了读者（理解者）与作者（经文）共处于其中的解释处境。在这种处境里，双方各自对话语，确切地说是对提问有着同样的生命联系。就是说在解释处境内，本文、理解者和提问三者之间，理解者同提问的生命联系与本文同提问的生命联系是同样的。或者说提问既表达了提问者与提问的生命关联，同时又表达了提问与本文的生命关联。因为理解者的提问是源于理解者的来自生命的兴趣；同时，提问当然是对本文的提问，而本文，按照施莱尔马赫的心理学的分析或狄尔泰的说法，则是作者生命的表现；按照布尔特曼的观点，提问的兴趣存在于本文当中。说到底，生命的“同质性”使解释处境得以可能。因此，只有基于生命关联的条件，提问，即使是被任何一种方式引导的提问，才是可能的，提问和理解也才是可能的。因而阐释被一定的指向所主导也就是可理解的了。同样，“任何阐释包含一定的前理解”也是可理解的了。最后理所当然的是，提问或发问所提的问题能在本文中得到解答。

在评论布尔特曼“解释的处境”的问题上，加达默尔的一些见解同样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后者也认为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理解。在理解与理解对象的问题上，加达默尔主张理解者与被理解者关系的优先性远比这两者本身更重要。他从理解的“动态的过程”来阐释“理解”，并用“游戏”这一形象的事例来说明“理解”。游戏是一种动态状态的活动，“是一种运动的构成”。在游戏中，遵守游戏规则是首要的事情。因而游戏参加者的任何一方都“放弃了自己意志的自主性”，在整个游戏活动中谁“都不能单独形成真正的决定因素”。理解、解释是理解者与本文对话、攀谈、交流的过程，是两者双向“互动”的过程。就理解与理解的对象而言，双方既都是主体又都是客体，亦及都是主—客体。因此按照加达默尔的说法，既要认识到没有前理解文本就会沉默，也要认识到“只要文本保持缄默，对文本的理解就不会开始”，因为理解、自我理解只有对文本的论题进行理解时才能实现。而本文也不只是被动地回答询问者提出的问题，而且也要“向回答它问题的人提出新的问题”。“因此‘非神话化’并非仅仅发生在神学家的活动之中，而且发生在《圣经》之中。然而无论在神学家的著作中还是在《圣经》中，‘非神话化’都不能确实保证正确的理解” 
。作为本体论的哲学解释学彻底消解了主客是认识两极的思维模式，自然也就切中了神话解悟的致命弱点，陈述了它的与其主观愿望背道而驰的后果。

应该说加达默尔这段严厉的批评是针对布尔特曼及其拥护者的，尽管他没有点出后者的名字。只要一提到“神话解悟”，人们自然就会想到它的始作俑者。问题不在于“联想”而在于它比较符合后者的思想实际。如前所说，布尔特曼用生命关联充当理解者与理解对象连结的纽带，它起一种关系的作用。但这个生命关联是预设的前提，是脱离了生动的理解过程因而是静态的关联，仿佛犹如康德先验哲学的脱离了思维（认识）过程的先天思维形式。更为重要的是，对他来说，人与上帝的先在生命关联，当然远不及上帝重要。因为正是上帝保证了这种关联的真实性。因此对他来说，实质上不存在两者关系的优先性问题。至于他所说的“在新约本身中就已经开始解神话化”的说法，则是一个只有历时性意义的说法，意在说明神话解悟的历史根据。它与加达默尔所说的神话解悟也发生在《圣经》中这一共时性概念不是一回事。加达默尔认为理解是双向的互动过程，而布尔特曼则把理解活动视为单向的过程。“你自己与主题的关联能够诱发出你对文本的问题，同时也能够诱发出你从文本中得到的解答”
。这也就是说，在理解、解释活动中，前者只问无答，后者只答不问。简言之，两者都不是主—客体，也不是互动的关系。说到底，他仍然没有彻底摆脱主客二分的近代思维模式。而哲学解释学则主张：“理解从来就不是一种对于某个被给定的‘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Sein）”
。本体论的哲学解释学自然也就克服了布尔特曼“解释的处境”的局限。它的剖析是对一般解释学的特殊形态，即以神话解悟为特征的圣经解释学的剖析。

在理解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前理解”问题。布尔特曼是怎样阐发它的呢。

布尔特曼不无重复地指出，“理解的前提是经文与解释者的联结性，而这种联结性是由解释者的生命关联促成的，是由他先前对主题的联系促成的，是由经文促成的。这里理解的前提也就是主题的前理解”。“没有这种前理解以及由它所主导的问题，本文就沉默无言”
。也就是说，作为主题前理解的引发点，询问者对本文的阐释兴趣同样是来自人的生存问题。因而询问者对这些本文的发问总是被人对人的当前存在问题或生存问题的理解所主导。人的生存是前理解的基石。前理解的重要性也了然清晰。这些前面已有论说，不再赘述。

这里须要补充的是：第一，用加达默尔的话说，这个前理解“显然不是通过理解过程得到的，而是已经被预先设定”
的。第二，布尔特曼并不能使自己的立场一以贯之，特别是在上帝及其行动的前理解问题的阐释上。为了消解新约的主题是上帝的行动，然而人们对上帝及其行动“根本不可能有前理解”这一似是而非的看法，他采用类比的方法说明理解新约的前理解问题。他说，在没有听到苏格拉底之死的传说之前，在对凯撒被杀、路德95条论纲毫无所知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们，也不会把它们理解成重大历史事件。但是“为了把这类重大事件理解成重大历史事件而不是低俗的偶然发生的一件事，我自然必须对这类历史的可能性——包含了这些重大事件获得了自己的重大意义，同时又获得了自己的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特征的特征——的可能性，有一种前理解”
。与此相似的是，“同样，对上帝行动是重大事件的报道的理解，也以一种一般能够被称为上帝行动的前理解为前提”。只是上帝的行动不同于人的和自然的行动。就是说，人在上帝的启示之前决不可能知道上帝是谁，当然也不能够指称上帝的行动。然而在人的此在中清晰地有着上帝关注“幸福”、“神圣”、“世界和历史的意义”、“每一个自己生存的本真性”这类生存论的知识。而把这类关注称之为上帝关注的权力，“可能首先产生于对上帝启示的信仰，这一现象本身乃是同启示的主题关联”
。理解的前提变成了主题的前理解，主题的关联具体化为对启示的主题关联。尽管布尔特曼在这里采用了虚拟语气，但还是掩盖不了他最终仍要求助于基督教传统神学的心思。就此而言，加达默尔暗示他并未与基督教神学传统决裂是言之有据的。

应该指出，神话解悟的内容是丰富的
。本文只是就作者自认为是神话解悟的几个极重要的问题，依据笔者目前所接触到的原始资料，作点探讨。然而就是本文所论及的内容，也就足以充分地表明：作为一位杰出的神学家，布尔特曼顺应时代潮流，把生存论哲学引入圣经解释学，提出了神话解悟概念/生存论阐明，探讨基督教神学的诸多问题，甚至改变了一些神学术语的表达形式。这就在当代条件下把圣经解释学的研究推向新的阶段，为在当代背景下维系基督教的信仰竭尽了自己的心力。这本身就是实践新教神学研究的新方向，确实是20世纪基督教神学领域内的“划时代的事件”
，是生存论哲学在神学领域的“胜利”。

但是从哲学的立场看，神话解悟的根本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从本质上说，生存论哲学或哲学解释学作为一种哲学，它在上帝存在问题上的立场是“中性的”或“中立的”。然而神学却不是这样也不能这样。这对布尔特曼同样是适用的。上帝的全知、全能和无所不在依然是他的基本信念。因而人在与上帝相遇的问题上人总是被动的，人并不知道自己何时何地与上帝相遇。而在相遇时，人也只是恭顺地聆听上帝的话。“面对上帝的话语，我们不能提问合法性的证明问题，而是只有它问我们，我们是否愿意信仰它还是不信仰它”
。不过，哲学既然肯定宗教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承认神学的“合法性”，那就应该注意不同学科之间的区别，尊重神话解悟的神学立场。

至于上帝的存在（Dasein），布尔特曼在《耶稣基督与神话学》一文中是用“Existenz”（existieren）表述的。他把上帝的存在同人的生存紧紧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坚定地关注我们个人的生存，那我们就会坚定地认为我们尽可以谈论上帝的存在（…；halten wir fest,daß wir von dem allen nur reden können,wenn es uns um unsere eigene Existenz geht）。”
“只有信仰能够看见和领会上帝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脱离了信仰上帝就不存在（So heißt, daß nur der Glaube Gott sehen oder fassen kann ,nicht , daß Gott außerhalb des Glaubens nicht existiert）。”
诚然在德语中Existenz与Dasein基本上是同义的，可以相互释义
。但海德格在此在（Dasein）的“本质”层面上把生存（Existenz）规定为此在的生存方式，强调“生存问题总是只有通过生存活动本身才能弄清楚” 
，并把对此在即人的生存论分析称之为基本本体论（存在论）（Fundamentale Ontologie），以便有别于传统的本体论（存在论）。因此就布尔特曼尔把生存论哲学引入神学研究领域并提出神话解悟纲领而言，可以说这是生存论的神学（圣经）解释学，也可以在海德格尔基本本体论的意义上称之为基本本体论的神学（圣经）解释学。然而作为海德格尔学生的加达默尔，则明确地把理解规定为人类的基本生存经验，而且“是真实的经验”
。理解、解释本文都“属于人类的整个世界经验”。而语言则是理解得以进行或表达的中介，世界也是借助语言向人表达自己的存在。说到底，“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加达默尔建立了本体论的哲学解释学。这是解释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基于这一立场，他认为，神话解悟不过是布尔特曼“的一般注释神学的顶点”
，也就是一般解释学在圣经解释学方面的最高成就。限定词的使用以及这一肯定话语背后没有言说的东西，真是耐人寻味。

加达默尔说过，在神话解悟争论的以后发展中，越来越使解释学的研究同经文的注释和教义问题搅和在一起，“从而使外行人不可能发表任何意见”。看来这似乎出自大师对神学及信仰的尊重
。但对于像笔者这类生活在几乎没有什么宗教氛围、对基督教及神学初有知晓的人来说，谈论这样一类比较专门的神学问题，确有“如履薄冰”之感。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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